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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性与民族性的整合：２０世纪上半叶
西南调查研究的反思

李书豪

（云南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对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调查，学界局限于民族史或边疆史学科的单维度研究，使人们很难得到

关于西南调查完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西南调查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深入边疆史和民族史针对

西南调查问题不同论述的内部，试图从 “西南”的主体视角分析边疆史和民族史单一研究路径的视野局

限，进而提出 “边疆性”与 “民族性”整合在全面、系统把握西南调查问题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期

为西南调查研究提供新的可能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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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世纪上半叶，由于边患危机日益严重等原
因，诸多国内学者、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团、

高校学术团体等在西南地区展开了多次调查，出现

了以西南地区为调查对象的研究热潮，并形成了数

百万字的调查报告，这些成果成为研究民国时期民

族问题、边疆政策等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虽然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西南调查”①展

开讨论，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西南调

查中某一主体或某一区域的调查历史概述、学术意

义评定，以及背景和成因等方面；研究多偏重于民

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史、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的阐

述，仅将西南调查作为陪衬或背景，用以说明前述



学科中的某一重要问题，而对西南调查本身进行深

入研讨的任务便只得旁落一边。虽然西南调查本身

就是历史的问题，但也如葛兆光所言，“各种历史

证据总是需要具有观念的人来解释的”［１］，这使得

上述研究者未能跳出自身的史观与学术背景来审视

西南调查，无法专注于西南调查本身，而破除现有

研究瓶颈的关键恰恰就在于此。我们需要将视野拉

回并聚焦于西南边疆与西南各民族，对西南调查本

身加以深描，真正挖掘出西南调查的核心与起点，

对其蕴含的边疆性与民族性进行整合与融通，如此

将会使有关西南调查的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

“西南最明显的特征有二，这就是边疆和民

族”［２］，而西南调查也同样与边疆、民族交融在一

起，成为我们认识西南调查的先决条件与路径规

制。从民族史角度而言，西南各民族有着强烈的民

族自主意识，我们无从否认西南民族文化的自觉与

身份的自我形塑，更无从否认各民族具有象征性的

仪式、系谱与历史叙事等；从边疆史来看，“西

南”具有明显的地理含义，在历代史书与史家观

念中其也被明确归为边疆地区，加之 “边疆”一词

近百年的形塑，不仅成了 “标识中国兴衰命运的一

个 ‘关键词’”［３］，更成为理解 “西南”的出发点。

因此，边疆史与民族史的接轨与互鉴应当成为对西

南调查进行研究的必然路径。本文既是对以往研究

的总结，更是要在扬弃二者分析局限的同时进行再

探讨，以期能够开启西南调查研究新的可能。

二、三种取向、两种立场

什么是西南调查研究新的可能？这不仅意味着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如何扩宽视野，更意味着如

何将西南调查还原到其历史实景当中，并将其作为

问题认识的主位进行把握。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

于我们如何以新的视野看待西南调查，这是本文必

须明确回答且至关重要的一点。要说清这一点，则

免不了要对以往研究做出回顾与反思，进而得出可

能超越以往的启发。

国内学者中，从丁文江关于西南地质兼部分民

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开始，以及杨成志、凌纯声、

陶云逵、方国瑜、林耀华等人纷纷进入西南地区开

展民族调查，边疆民族调查逐渐在当时的西南调查

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西迁重

庆，众多高校退守大后方，诸多学者云集西南，西

南联大、魁阁研究工作站的出现使得西南边疆研究

盛极一时，同时也迎来了西南调查的巅峰时期。按

照学界的认识，中国边疆研究出现过两次高峰，第

一次为清代道咸年间西北史地学，第二次则是

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边政学的提出和发展，二者均
“应时局之变而起，又因时局之变而止”［４］，但西

北史地却并未淡出后世学者的视线，有关前者的研

究成果不断涌现，乃至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

相较之下，西南调查直至进入２１世纪才得到关注，
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国内学界有关西南调查的现有成果可归结于资

料搜集整理、调查过程叙事与学科史总结三种取向。

从资料搜集整理来看，根据不同的调查主体将西南

调查分为外国人士、官方调查团、国内学者与高校

团体三大类别。此工作主要以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

期社会调查丛编》［５－６］、马玉华主编 《中国边疆研究

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７］、王晓莉和贾仲益主

编 《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８］为代表，这三

套集成收录了大量的原始文本，其内容涉及语言学、

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至于西南调

查的具体过程与调查内容，在王建民 《中国民族学

史 （上卷）》［９］、聂蒲生 《民族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

探索———抗战时期迁居昆明的专家对云南的调查研

究》［１０］、白兴发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

学》［１１］等著作中有非常细致的呈现。本文不再赘述。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学科史的总结与探析占

据了很大一部分，王建民［１２］、王水乔［１３］、龙平

平［１４］、胡鸿保［１５］等均对西南调查做出过梳理与反

思。仅以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而言，能够像西南

调查这般有着足以左右学科历史发展的学术活动似

乎并不多见。这些调查活动奠定了民族学、人类学

学科在中国生发的基石，是民族学早期中国化的成

功实践，为此后的田野调查拟定了基本规则，为后

世科学、详细的西南民族研究开创先河。就此而

言，学界对西南调查的学科史地位与意义已有了十

分清晰的认识，虽不能说是毫无异议，但大体已

备，现有评价并无推翻的可能，对西南调查进行深

入研究也得益于上述认知。后世学人一方面可以借

西南调查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与边疆和民族观念

转变的艰难过程，另一方面亦可理解现代学术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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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政局的相互关系，从而为解决当代中国边疆问题

与民族问题提供借鉴。

关于西南调查的论著日益增多，这实为一件幸

事，可是究竟该以何种理念为参照，从何种路径出

发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不同研究者所持观点相差

较大。从学科立场来看，可明显划分出边疆史、民

族史两种，二者的研究对象虽是一致，但因路径与

取向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分工。

从边疆史视角出发看待西南调查的成果为数众

多，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惯于借用西南调查来反映

清末至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的焦点与成因，其着眼点

并不放置于西南调查本身，而是集中于边疆治理史、

边疆政治史、边疆机构沿革史等问题，既 “无法把

中国的边疆问题从历史学、地理学中提升出来”［１６］，

又放弃了在民族史领域中开拓新研究的可能。

吴文藻先生曾在 《边政学发凡》中指出，“中

国方面，过去最当注意者，首推中华民族之形成

史，是即一向边疆，一向海外，两路自然发展的史

实”［１７］７。无法否认，英、法在西南边疆的侵夺以

及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对西南各民族有着巨大影

响，但却不能因此忽视西南多民族长期共存、共生

的民族融合进程。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西南各民

族在历史中逐渐形成了明晰的身份界定，在英、法

帝国的势力争夺中努力表述着争取民族独立的要

求，并在国民政府构建的民族谱系中极力确认自己

的民族地位，在 “大多数人相信以数个民族自由

联合而结成一个大民族国家”［１７］５的情境下，西南

调查进而 “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

切介绍于国人”［１８］，使其最终成了有关西南历史诠

释与民族身份表述叠合的复合体。正因如此，对边

疆史、民族史二者的视野与方法进行结合，既是西

南调查复杂性的需要，更是其内在的学理呼唤。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逐渐跳出边疆史的

束缚与学科史的阐述。马玉华从国民政府官方调查

的结果入手，对云南、贵州、四川及西康少数民族

基本情况、土司、人口、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梳

理与总结，并对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与民族政策做

出总结性评价［１９－２０］，其论著可算是有关国民政府西

南调查进行集中探讨的成果。黄兴涛、夏明方主编

的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２１］一

书收录了胡鸿保、林超民、王建民等多位学者从现

代性、民族国家出发，重新思考清末民国时期的民

族调查，其视野极具借鉴性。朱映占的系列论文主

要着眼于民族与国家建构的层面，对西南调查与民

国时期国族建构、民国学人西南调查与研究焦点问

题等方面做出研究，在方法上有着启发意义［２２－２４］。

王文光等著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第八章 “民国时

期的西南民族”分析了此次调查对于认识西南边疆

民族、西南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民族关系等

方面的影响，是尝试性的历史人类学研究［２５］。

从民族史角度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也并非是创

新之举，而是延续了民国时期的研究传统。从学术

脉络来看，与此前相较民国学人对西南民族研究的

方法发生了极大转变，依靠田野调查来反哺历史文

献已然成为民族史研究另一并行不悖的路径，但当

代学者多埋首于古代文献，对西南调查所得文本并

无太大兴趣，最终呈现出 “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不

多，当代民族史几乎是空白”［２６］的景象。

若从民族史 “求通”的学科诉求来看，民族

史的书写必须联通民族的古代、近现代，直至当代

的发展，如此才能更为完整地呈现出西南民族的融

合路径与历史图景。当涉及近代民族史的探讨时，

西南调查无疑是最好的史料补充与例证，但却未能

引起民族史学人的广泛注意，究其原因仍在于研究

方法的陈旧与视野的固守［２７］。除正史、志书等传

统史料外，西南调查文本或称之为历史民族志完全

可以奠定近现代民族史研究的史料根基。晚清至民

国时期以来的西南民族史 “出现了多学科合作进

行的局面，特别是 ‘民国以来的中国西南边疆民

族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四裔

人群的描述与研究；一方面加入新的史学、民族

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２８］。虽

然这时的调查主要属于民族学、人类学的范围，但

“它们与民族史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但因为

这些成果本身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而且

不少作者往往也能结合历史文献，做一些西南民族

史方面的探讨”［２９］。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已有成

果，还是从学科的理念与路径来看，从民族史视角

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是可行且必要的，而用太过传

统的视野来看待民族史，只能是牺牲了大量学术问

题，而陷于固守于古代民族范围的学术窘境。

总之，相较于西南调查如此庞大的研究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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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成果可谓是势单力薄。在继承前辈学人研究基

础上可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南调查，或

者说，应从怎样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不同的视角

所对应的解释路径在历史上可以得到多大程度的证

明？这不仅涉及我们对西南调查的定义与解释，更

涉及民国时期的西南调查是如何影响到更深层的国

家、民族、边疆等历史观念的。

与王朝秩序下的晚清西北史地之学不同，从事

西南调查的学者与团体开始通过 “自身的调查与

研究来探寻中国与中华民族在后续的世界之变中可

能获取的新地位与新未来”［３０］７３，对于国家与民族

未来命运的双重关注构成了西南调查的时代基调与

思想基础。正因如此，西南调查才成为后世研究绕

不开的高峰，激发我们频频回首与其保持长久的对

话。提出针对西南调查研究的新可能，并不是为了

重新书写历史，而是借此接通民国学人边疆史、民

族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以宽阔的视野重新看待西南

调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近代以来边疆形成中

的历史贡献。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西南

调查研究的核心问题，转向西南调查的历史现场，

再现西南调查的 “关键词”与思考要点。

三、“边疆”与 “民族”：西南调查的二维切入

２０世纪上半叶，西南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是地缘
政治、社会变革、学术更新等多种内外因素缠绕交

互、同频共振的结果，对近代中华民族与民族国家

的构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历史地位。无论西南

调查的兴起成因、具体过程、文本叙事等如何复杂，

其与边疆、民族的本质联系是断不可忘记的，这是

理解西南调查的根本所在。基于此，西南调查的研

究既要考虑到西南边疆为基础的解释框架，更要考

虑到西南诸民族在这一时期对自身的塑造与对中华

民族的强烈认同和主动依附，只有将西南边疆史、

西南民族史作为衡量标尺与考察本位，以西南为中心

来重新讲述西南调查，才能为其研究打开新的方向。

（一）跳出 “大历史”，从边疆出发

对西南调查的研究，首先需要在整体的中国史

中确定我们的思考路线、研究立场和史学观念，恰

如吴楚克所提醒的，“中国边疆历史与中国史相

伴，不能割裂，试图通过突出中国边疆史的特殊性

来分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或者试图与中国历史并

行相对，都是对中国历史及疆域完整性的破坏”［３１］。

这种 “大历史”的预设态度对于史学研究来说

是行之有效的，但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解若不能基于

具体历史事件的灵活运用，却也可能有碍于我们研

究西南调查。因此我们也要注意到，不能以中国史

的宏观性去消解边疆史的特殊性，这无疑会纠缠于

宏观中国史的视野中，无法真正进入西南，更无法

将西南作为西南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当把西南作为

思考与研究的起点，便会发现西南调查研究的薄弱

并不是因为研究问题的稀缺，更不是因为文本匮乏，

而是我们的视野受限于 “中国整体”的叙述框架，

没有意识到西南作为与中国整体相对的部分、边疆

之存在。站在整体的中国史立场来说，鸦片战争中，

列强的强势闯入、强行开口通商使得东南沿海的社

会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最剧烈的，但当我们把内陆的

西南边疆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似乎感到近代以来的

海疆冲击弱于、晚于列强在西南、西北内陆的介入

与割裂。西南边疆危机并非只是一个特例，而是发

生在整个近代中国的边疆之中，其危机内部不仅有

着清代以来统一多民族王朝内部边疆问题的持续升

级，更包含着传统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型中所遭遇的

挫折。在此意义上，可以反思的是，以往视角能够

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西南调查？倘若把西南边疆作为

中心来思考，西南调查的研究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无法否认，西南调查的成因部分来源于鸦片战

争后帝国主义在华侵吞所引发的边疆危机。这一分

析虽无事实性错误，却有着概论式的偏颇认识。西

南调查的研究要想真正突破以往解释框架，则必须

在坚持历史宏观叙述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从西南边

疆自身来重新思考。强调西南调查的边疆特性，并

不是说诸如鸦片战争此类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重

大事件无足轻重，更不是要刻意制造出与中国史相

对立的边疆史，而是说我们的思考起点应该是西南

边疆，或者将边疆性作为西南调查的一个既定前提。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是边疆处于国家的次要地位，

二是无法大尺度观察边疆现象”［３２］。而人们很容易将

国家史作为西南调查的参照系，从而使得其边疆性也

就无法特别清晰地裸露出来，这便是为什么以往研究

无法把关注点放置于西南调查本身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对西南调查进行讨论时，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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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史为标尺，其目的在于将西南调查还原到

其自身所处的历史局势中去，结合西南边疆自身内

在的社会历史脉络，从西南的边疆特性重新看待西

南调查，揭示出以往被宏大叙事所压抑的诸多方

面，使西南调查获得更具纵深性的研究视野。这不

仅能够为理解西南调查提供新的角度，更为其提供

了一个可以把西南地区放置于 “大历史”进程中

进行观察与分析的模式。如此，我们才可能会更深

入地审视西南调查的历史过程，从而描绘出另一种

更接近真实的历史面相。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边疆史必然是中国历史的组

成部分，缺少中国史关照的边疆史也无法称为中国之

“边疆史”。我们强调注重边疆特性，并非是对于中国

史的拒绝，而是表明 “涉及边疆问题时，不应忽视从

边疆本位的视角进行思索”［３３］２４的学术探究倾向。

（二）以西南民族为考察本位

胡涤非曾指出，“近代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

中，对外遭受着外敌入侵，主权受到威胁等困境；

对内面临着进行全面社会变革的压力。在这样的

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往往是重

叠进行的，并不能截然分开”［３４］。在此，将西南民

族作为考察本位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而

且承接民国学人对于边疆的认识，“我人今日之边

疆的边疆问题，是在以 ‘人’的问题来处理 ‘地’

的问题，换言之，必得就 ‘边民’问题来探讨

‘边地’问题”［３５］。后者虽带有着较为明显的边政

学色彩，但已然表明出边疆问题实为民族之问题。

尽管两位学人所处时代与讨论细节各不相同，却均

持有同样的中心论点：民族与边疆是并列存在，忽

视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完整的语境。

如若单纯从边疆史的视野出发，不免会忽视西

南民族的存在，遮蔽了西南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

的一体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连续性进程，

将西南民族共通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其对中华民族自

觉的认同与归附放置一旁。只有在边疆性与民族性

的双重约束中，“揭示其中的地域间关联及其背后的

群体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边疆逐步汇聚成中

国的历史过程”［３０］７９如此，才能够达成民族与边疆二

者的整合性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到２０世纪上半叶
西南调查中各主体为西南民族，乃至中华民族书写

历史的自觉责任。可以说，西南调查正是中华民族的

一体化进程与晚清至民国时期以来边疆时局互动的产

物。对于西南调查的分析要突破单一路径的研究偏

好，就要认识到来自西南民族自身内部的主动塑造。

从西南民族的视角出发并非要否定外来因素的

影响，而是要从西南民族的历史中重新看待这一时

期，突出西南主体的叙事逻辑，并对西南调查做出

解释。在此意义上，西南调查并不仅是在 “舶来”

学科与边疆问题刺激下所催生的被动产物，而是在

时势要求下，西南民族和学者主动选择与合力构建

的成果。这不仅显示着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政治转

型，更符合西南各民族愈加紧密地汇聚到中华民族

中来这一历史理路。

以往的学科史研究似乎太过于强调西方民族

学、人类学学科思想的传入，这种解读不仅限制了

人们对西南调查更为深刻的阐发，更是容易人为地

设下思维陷阱。我们不能将西南调查仅推究为边疆

认识的积累与专业化趋势的建构，要看到２０世纪
上半叶的整个民族调查其实是 “晚清、民国时期

统治阶层，知识精英群体以及社会大众对边疆问题

思考与实践积累之结果”［３３］６３，更要看到晚清至民国

时期以来西南边疆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

动态过程，在更为宽阔的历史维度中探讨西南民族

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承接相继之关系。

在西南边疆地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独立

自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借助于

西南民族的考察主位是要将当时学者与民众所追索

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强的心声再次生发出来。我们

不能仅将西南调查看作为国民政府边政治理提供支

撑的学术实践，而是要看到从事调查的学人志士试

图通过学术挽救民族危机与西南边疆危机的努力。

但是，单以 “学术救国”对此问题进行概括未能尽

意；西南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主动依附与西南

调查对于西南各民族 “中华民族意识”的塑造是西

南调查中潜在的暗线。西南调查研究的深层目的要

求我们在研究中不仅要把握住西南边疆自身的脉搏，

更要将这条暗线从历史深处拉出，以此展现西南近

代边疆民族更为深层的情感体验与民族意识。

我们只有借助于西南民族的本位视角，“逆着

纹路来梳刷历史”［３６］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样不但

能够丰富我们对西南调查在学科史中地位与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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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而且能更好地认识到西南调查在近现代民族

史上，对西南各民族走向自觉、共生之整体的推动

作用，乃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历史价值与

贡献所在。

四、结语

在前文梳理西南调查的成果时，不难发现，民

族史对民族主体性的强调与边疆史的政治性说明，

都不同程度地将西南调查内在的民族性与边疆性的

双重特性进行了剥离。无论是基于边疆史，还是民

族史的单独判断，二者都无意地抽离了西南民族的

主体意识或是西南边疆的历史传统，使得最终的结

果都带有某种偏好，沿二者中无论哪一路径深入下

去，可能最终得到的仅是西南调查的某一部分，整

体性叙事与解读仍未形成。

事实上，无论对西南调查做出怎样的解读，归

根到底均是在边疆与民族的基础上界定的，脱离二

者西南调查也就无从谈起。若要实现对于西南调查

研究的新的可能，就要放弃非此即彼的站队式研

究，将西南调查的边疆性与民族性统合起来，要看

到民族与边疆是作为整体出现的。这一方面来源于

西南民族自身的内在意志，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西南

边疆的政治、社会等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与晚清至

民国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密不可分。西南

调查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要基于西南边疆独

特的政治与社会等内容上，确立西南各民族对国家

与中华民族整体的认知与塑造，西南调查最终要

“回到中国议题与中国叙述本身，进而形成一个更

具整体性的中国的知识图景”［３７］，并为理解当今之

西南提供历史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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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马玉华．中国边疆研究文库 （初编）：西南边疆卷

［Ｍ］．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８］王晓莉，贾仲益．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 ［Ｍ］．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９］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 （１９０３～１９４９） ［Ｍ］．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６７－２５６．

［１０］聂蒲生．民族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抗战时期

迁居昆明的专家对云南的调查研究 ［Ｍ］．贵阳：贵

州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白兴发．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学 ［Ｍ］．北

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２］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

践 ［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７

（１２）：１－１３．

［１３］王水乔．论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

究 ［Ｊ］．云南社会科学，１９９４（４）：７２－７７．

［１４］龙平平．中国民族学早期情况概述 ［Ｊ］．思想战线，

１９８６（５）：７７－８２．

［１５］胡鸿保，张丽梅．２０世纪早期外国民族学家在华调

查对中国民族学建设的影响 ［Ｊ］．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８，２９（１２）：４２－４５．

［１６］吴楚克．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

关系 ［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４０（４）：５４－５８．

［１７］吴文藻．边政学发凡 ［Ｊ］．边政公论，１９４２，１（５－

　６）：４－１４．

［１８］发刊辞 ［Ｊ］．西南边疆，１９３８（创刊号）：１．

［１９］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

［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０］马玉华．２０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

族的调查 ［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５，１５（１）：

１０５－１１３．

［２１］黄兴涛，夏明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

学兴起 ［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２］朱映占．民国时期民族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Ｊ］．云

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２８

（２）：１２１－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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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葛洪．肘后备急方校注 ［Ｍ］．陶弘景，补缺．杨用道，

附广．沈澍农，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９］丹波康赖．医心方校释 ［Ｍ］．沈澍农，校注．北

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校释 ［Ｍ］．李景荣，校释．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１］廖育群．记载与诠释：日本脚气病史的再检讨 ［Ｊ］．

（台北）新史学，２００１，１２（４）：１２１－１５３．

［２２］王焘．外台秘要方 ［Ｍ］．高文铸，校注．北京：华

夏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３６．

［２３］隋志仁．英汉营养科学词典 ［Ｍ］．北京：中国食品

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４．

［２４］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 ［Ｍ］．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０：４４０－４４１．

［２５］郦道元．水经注校证 ［Ｍ］．陈桥驿，校证．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７：８９５．

［２６］游修龄，曾雄生．中国稻作文化史 ［Ｍ］．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７－４３．

［２７］谭仲池．长沙通史·古代卷 ［Ｍ］．长沙：湖南教育

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

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 ［Ｊ］．文物，

１９９０（８）：１７－３０．

［２９］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Ｍ］．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８：１０９０．

［３０］段成式．酉阳杂俎校笺 ［Ｍ］．许逸民，校笺．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４５９．

［３１］侯旭东．渔采狩猎与秦汉北方民众生计：兼论以农

立国传统的形成与农民的普遍化 ［Ｊ］．历史研究，

２０１０，５０（５）：４－２６．

［３２］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

简 〔二四七号墓〕 ［Ｍ］．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

出版社，２００６：４２－４３．

［３３］范晔．后汉书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１３０５．

［３４］孙诒让．墨子间诂 ［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４８５．

［３５］司马迁．史记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３６］班固．汉书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１６６６．

［３７］中国农林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

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 ［Ｍ］．北京：文物出版

社，１９７８：７４－８２．

［３８］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

二、三号汉墓 ［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９９．

［３９］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

［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６．

［４０］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

释 ［Ｍ］．上海：中西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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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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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朱映占．民国时期国人研究西南民族情况概要 ［Ｊ］．

文山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２６（４）：４７－５１．

［２４］朱映占．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Ｊ］．

思想战线，２０１４，４０（６）：３５－４３．

［２５］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中国西南民族通史

［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６］龙晓燕，王文光．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

望 ［Ｊ］．思想战线，２００３，２９（１）：１０３－１０８．

［２７］王文光，朱映占．继承与突破：中国西南古代民族

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前景及其可能 ［Ｍ］／／何明．西

南边疆民族研究：第２５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８：１－８．

［２８］王文光，朱映占．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实践与理

论运 用 评 述 ［Ｊ］．思 想 战 线，２００９，３５（２）：

３１－３６．

［２９］粟品孝．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开创与发展 ［Ｃ］／／２０１３

年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第二届巴蜀·

湖湘文化论坛论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８６－９４．

［３０］袁剑．整体感与中国性：２０世纪边政研究中的边疆

民族论述及其折射的思想关系 ［Ｊ］．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２１（２）：７０－８１．

［３１］吴楚克，马欣．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 ［Ｊ］．思

想战线，２０１９，４５（２）：５０－５６．

［３２］杨明洪．关于 “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几个基本问题

［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６）：６８－７４．

［３３］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的边疆研究 ［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

［３４］胡涤非．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民族主义 ［Ｄ］．上

海：复旦大学，２００４：３７．

［３５］胡耐安．边疆问题与边疆社会问题 ［Ｊ］．边政公论，

１９４４，３（１）：２１－３０．

［３６］杨俊杰．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考辩 ［Ｍ］．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７９．

［３７］袁剑．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

路径 ［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４１（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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